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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画中的历史故事不仅再现了历史，还透露出时代的文化观、思想观。尤其是那繁简各异的构图和

巧妙的组合，蕴涵着大量历史的和人文的信息。先民们通过手中之利器，不但刻画出丰富多采的画面，

每一则汉画的背后，都透露出古人的匠心，蕴藏着对艺术追求的轨迹，是一部可视的汉代美术发展史。 

  一、汉画中的历史故事概说 

  从目前出土的汉画看，以山东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数量为最多，其次是河南，苏北、皖北、四

川、重庆、陕西、内蒙古，及浙江等地也有不等数量的发现。历史故事的构图形式多样;即使是同一个故

事的画像在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是起到赞颂和教化的作用，比如有些胡汉战争图，是为歌颂汉朝的将士抵御外

侵，战胜匈奴的刻画;教育借鉴的题材，则是以画的形式对人们进行道德、思想教育，包涵了丰富而深刻

的思想文化。它们的出现，既与文化相关，又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山东是儒家的发祥地，注重

儒学教育，因此出土的历史故事题材相对较多。不同墓主的文化修养、地位等方面的原因，也会刻画符

合身份或者喜好的题材。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历史故事画渐多，而且集中在画像石祠堂中。孔子见

老子、周公辅成王、胡汉战争、泗水升鼎等是祠堂类画像中最为常见和程式化的几种历史故事，孝子烈

女义士刺客故事还很少见。”[1] 

  即使是同一个历史故事，各人利用它的目的也会各不相同。既有人们个性化的设计，又有追求时尚

而绘制的流行历史故事。如“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汉武帝曾经送一张此图给霍光，目的是让其辅助幼

主“行周公事”。(《汉书•霍光传》)民间则不可能有机会辅佐幼主，只可能是告诉臣民们安分守己，共

同维护汉朝的天下。也有的学者认为有的历史题材有辟邪镇墓的功能，“‘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

王’和‘完璧归赵’故事之所以出现在画像石中，只是为了借用这些故事表明主人公的身份，而他们足

以辟邪镇墓的力量才是墓葬设置者选择他们的真正理由。”[2]这是个新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步

论证。还有的学者认为有的故事是墓主针对其“死后家庭事务的强烈关心”而设置，[3]“女子一旦寡居，

她自己的父母常常会建议甚至强迫她再嫁。”[4]“武梁祠上的曾子故事明显地针对丧父的儿子，教导他

关于对母亲行孝的重要性。这幅画像和‘列女’系列的第一个故事相互呼应前者教导一位寡妇尽其职责，

照顾好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这两幅图因此一起展示了理想的母子关系，暗喻着这两位历史人物——寡

妇梁高行和丧父之子曾参乃是武梁之妻及其后代的楷模。”[5]巫先生这里所指的祠堂建造者似乎是武梁

本人。但从武梁碑的铭文可知，祠堂是在武梁去世时其子孙请人建造的，[6]所以，巫先生提出的假设是

不能成立的。何况人正常死亡后的年龄一定是年迈的夫妻，不可能再改嫁;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死者没



有机会再去关心刻画死后所雕刻的内容;即使是预建寿冢者，祠堂中许多的故事画像为何独此图具有深奥

的意义? 

  二、历史故事的表现手法与组合 

  汉画中历史故事的表现手法多姿多采，笔者经过梳理，把出现的形式大概归纳为以下几类。 

  1、表现正在发生时的故事 

  此类画面的刻画是以直观的形式，描绘出较为简单的正在发生的故事情节。如《武氏祠汉画像石》

[7]图 51(见图 2)中格的“赵盾救灵辄”，画面中间御者坐在车上，赵盾下车施舍食物，右边树下的灵辄

举手跪受。描绘的是晋国卿赵盾见到路边的灵辄因饥饿倒地，就下车施食对其予以救助的故事。武梁祠

后壁中的“邢渠哺父”图中，邢渠正在跪地捧碗给父亲喂食。故事无复杂的发展情节，仅呈现出人物之

间直接的相互行为或关系。 

  2、表现故事的结果 

  艺匠把故事发生前的情节舍去，着重描述事件最关键和最有意义的结局。例如《武氏祠汉画像石》

图 57(见图 68)，画面分四格。由上至下，第一格的左边是“季札挂剑”， 画面中季札身后有一随从，

季札跪在墓地前，墓上插一宝剑。描绘季札出访徐国时，其国君对季札的佩剑爱不释手，季札因为还要

出访别的国家，就暗在心里把佩剑许诺给了徐君。但在完成使命路过徐国时其国君已去世，于是重言诺

的季札把心爱之剑放在了徐君的墓前。画像中故事的开端被舍去，着力刻画了季札遵守“信义”的结局。

而且以宝剑为焦点，以坟墓作为辅助说明物，把季札的品格形象地展现出来，实现了说教的旨趣。 

 

 3、 表现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为了刻画出一个复杂而完整的故事，并使故事更形象、生动和让观者一目了然，艺匠就把最能反映故

事实质的、最具代表性各个环节的人与物刻画出来，再现了事件主干的情节。既有故事发生时的关键人、

物，又有发生过程中的描绘，同时还有事件结果的表达。画面看似复杂错综，却有条不紊。以《嘉祥汉画

像石》[8]图 44(图 92)为例，画像分四格。由上至下，第三格右边是晋献公的爱妃骊姬和其儿子，一犬倒

在地上，犬右边是晋献公;左边是太子申生在拔剑自尽，其身后有交头接耳的大臣。叙述了晋献公的宠妃骊

姬一心想谋害太子申生，让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之位。一次，申生给晋献公送食物时骊姬指使人在里面放

了毒药，而嫁祸给申生，致使申生自尽。画面中出现的骊姬与其子是故事的起因，倒毙之犬是故事发展中

的状态，自杀的申生是事件的结局。不但有主要的人和物，还通过相关人、物的姿势和道具(剑)，完成了

一组具有始终的悲剧。 

  4、表现为混合型的故事 



  此种表现手法的汉画在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出现过，其表现手法的意图目前还不能作出确切的解释。

但可以认为，匠师是故意把两个故事组合到一个画面上，一组画面表现了两个不相关联的内容。例如沂南

汉墓的中室北壁东段画像(图 93)，画面分两格。上格刻二佩剑武士，二人中间有一豆，豆上放二桃，表现

的是常见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但二人旁边分别题刻了“令(蔺)相如”和“孟贲”，表现了另外二个

历史故事中的人物。[9]《临沂汉画像石》一书中解释画像与榜题不一致的现象是因为误刻。如果仅一处榜

题出现题刻的文字错误还可以说得通，但是多处画面或题字出现了与原来故事情节不一致的情况，就不是

因为匠师粗心所致了。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是描写春秋时期有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人臣事齐景公，以勇力著名。

齐相晏子请景公以二桃赐与三人，并论功吃桃。三人互不相让，最终皆弃桃而自杀。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

大臣，其以奉命带璧出使秦国，并完璧归赵而著名。孟贲是战国时齐国的勇士。焦循正义引《帝王世纪》

曰：“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齐孟贲之徒并归焉。而孟贲生拔牛角，是谓之勇士也。”故事中出现了不同年

代的人物组合在一起。 

  中室南壁西侧下部的画面，从左到右为持节佩剑的人物，榜题“齐侍郎”，对面之人榜题“苏武”，

最后是站立的“管叔”。他们也是不同年代的人物。此墓还有其他的历史故事，有的有榜题者，有的无榜

题，种种迹象表明后者和前者一样也是复合型的画面。如果说出现一处误刻还情有可说，但有了许多的画

像就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这种混合型的画像表现方法，虽然目前没有被考证其真实用意，但一定不

是因匠师的误刻或对历史的知识一知半解。首先，建造如此豪华的墓葬，墓主一定有很高的身份或财力。

其次画像的雕刻技法精美，墓主请的非一般平庸的艺匠，所以画像中出现的混合型图像不会是任何原因出

现的差错，误刻之说难以成立。另外，“在孔子见老子的阵营里，将孔子的弟子子路安排在老子的行列，

将晏婴当成孔子的弟子”，张从军先生对此现象解释为：“一是对于历史知识的无知或一知半解……;二是

有意所为。如将苏武和管叔组合在一个画面的目的在于，以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和教育。

将蔺相如的无畏、孟贲和三力士的力大无穷组合在一起，显示力量的强大。以此装点墓室，在教育借鉴之

外，增加辟邪的威力。”[10]邢义田先生认为：“画匠习惯将文献中提到的孔子见老子、相橐七岁为孔子

师本不相干的两个故事合在一起，甚至加上晏子或周公。因为孔子和晏子、周公之间也各有不同的故事。”

并推测可能是画工把相关的故事串联在了一处。[11] 

  5、表现一个故事发生的不同时间段 

  通常艺匠都是舍去故事的枝蔓，抓住故事最主要的情节，对典型人或事进行刻画。而故事发生的主要

情节的区间里，也分时间的早晚过程。艺匠有的选取正在实施时的状态，有的选取事件的尾声等各个片段，

从不同角度完成故事的主要过程。邢义田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山东莒县 “碑阙”、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

画中、武氏祠、孝堂山石祠、临沂吴白庄汉墓和安徽宿县褚兰两座石祠西壁上，都是选择不同时间段的“七

女为父报仇”的故事。[12]画像以事件的发生地渭水桥为地点，七女或乘船，或骑马;被七女报复者长安令

或坐在车上，或落入水中，以不同时间段的场面反映了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 

  姑且不论上述所说的是否全是“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笔者赞同其故事的刻画分不同的时间的观点。

但邢先生把同一故事不同的布局，定义为“格套”的说法，难以苟合。 



  邢先生认为，“七女为父报仇”故事的内容和布局都有共通的构图元件：“(1)一座在画面中央的拱

桥;(2)桥中央的马车或牛车;(3)七女子;(4)遭报复的车主。”并对“格套”解释为：“格套并不是一套单

一、固定不变的形式框架，而是最少包含概念、空间和时间向度，既具规范作用，又允许相当程度形式甚

至内容变化的制作习惯或依据。它们是画像制作者和需求者之间长期互动下的产物。”[13] 邢先生也注意

到和林格尔和东莞七女画像几点明显的不同：“(1)和林格尔七女或骑在马上，或乘船在桥下;东莞七女全

不骑马。(2)和林格尔七女没有武器在手，东莞七女皆手持刀、盾、勾镶等武器，(3)和林格尔的长安令在

马车上，东莞受攻击者则在桥下。”他也考虑到这些差异会影响“格套”之说，进而又解释产生差异的原

因是缘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差”，来阐述“格套”说的合理性。此解释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画面的时间

差与画面的布局的关系，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此宽泛、模糊的名词，伸缩性非常大，何来“格

套”可言?“格套”之词不见工具书记载，只是硬拼凑的生造词;就此处的“格”与“套”二字字面的意思，

大致都具有一定规范、格式的意思，也就是有一定的条条框框，但上述画像中却不存在这种现象。所以，

笔者认为“格套”之说不确切，更不科学。 

  6、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版本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社会没有统一的历史文献，许多故事或传说以各种形式被流传下来。既有真

实的一面，又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或着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误抄等，因而会产生同一个故事画面的

差异。 

  “山东邹城面粉厂新发现的孔门弟子图上的榜题让人们看到了汉代民间对孔门弟子组成的认识，23 位

弟子中，不仅没有颜回和子路，而且有几位不见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如‘□枢’、‘颜侨’，

这表明为此榜题作书的人心中的孔子弟子的地位和司马迁有所不同。不仅名字有出入，排列也不同，如‘公

冶长’排在第二位，‘商瞿’排在第 15 位，‘梁鳣’排在第 22 位，在《史记》位居其后的‘颜幸’却排

在第 1 位。”[14]“武氏祠三幅荆轲刺秦王图中的秦王手中都持有一中央有孔的环形物” ，邢先生认为秦

王所持的是“璧”，说是匠师把和秦王相关的故事画在一起。这不一定正确，可能是邢先生所说的“荆轲

刺秦王的故事在汉代应曾有不同的传本”。[15] 或许荆轲给秦王带的礼物中有樊于期的头颅外，还给秦王

准备了其梦寐以求的和氏璧。还如刺客故事中有“聂政刺侠累”和“聂政刺韩王” 不同的流传故事。《太

平御览》卷五七八•六引《大周正乐》记载的是聂政刺韩王;《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记载的是聂政

刺侠累，诸如此类不同流传的故事在《史记》中记载得较多。此外，巫鸿先生认为，曹植的《灵芝篇》记

载的是丁兰所刻木人是母亲的雕像，而武梁祠上的榜题是“立木为父”，“这种改变似乎是故意的，与武

梁祠上表现金日磾行孝的图像可相互参照。”[16]认为画像中是故意把母亲的形象改为父亲。假如墓主可

以任意篡改故事中的主人据为己有，那岂不亵渎了神明和篡改了故事的本意?这与当时人的理念不相符合。

何况武梁祠上的榜题已经说明：“丁兰二亲终殁，立木为父”。应该是一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 

  7、故事的细节组合 

  汉代艺匠对如何塑造一个既深刻，又能把一个故事表现得完美，颇为下了一番工夫。汉画中的任何一

个故事的刻画，不是随意选取人物或物件入画，而是找出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元素，并配合各种细节，



描绘出栩栩如生的画面。人物细小的动作、姿势、位置的安排和构图元件的取舍，都经过精心的构思，然

后添加适当相关的元素作为点缀，达到突出故事的宗旨。 

  《嘉祥汉画像石》图 44 中(见图 83)，由上至下，第二格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成王是帝王，居

于画面中间主要位置的榻上;因为年幼而被刻画得形体矮小。周公是大臣，所以要恭敬地侍奉在成王之侧。

左侧有二人交头接耳，表示个别大臣对周公辅政的非议。把周公的忠诚和大家对其的猜疑，刻画得生动、

逼真。 

  同书图 100 的画像分三格，中格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画面左边有身材矮小的晏婴回头看着戴通天冠

的齐景公，似在商定计策。中间有三名持剑的勇士，豆上放置的二只桃是三人争夺的焦点。其中一人伸手

取桃，另二人表现出急不可待的情形。刻画出他们是飞扬跋扈而又心无城府之人。画面通过对关键的人、

物、动作等细节的描绘，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被形象地复原出来，让人一目了然。 

  8、同一故事的简洁型和复杂型构图 

  用于作画的石材面积的大小，是决定内容多与少的原因之一，虽然不是主要因素，但也不可忽视。根

据画面内容的多少，分为简洁型和复杂型的构图。以“泗水捞鼎”图为例，作一介绍。 

  简洁型的构图比如《嘉祥汉画像石》图 126(图 94)，原石纵 111 厘米，横 45 厘米，图分三格。由上至

下，第三格是“泗水捞鼎”图，画面的桥下有两条游鱼，桥上两边二人拉辘轳上的绳起出一只鼎，鼎内有

龙头伸出，左上方有二飞鸟，右上方二人观看;图 129，原石纵 103 厘米，横 47 厘米，图分三格。中格为

“泗水捞鼎”图，桥下有四条游鱼，桥上两边各二男子用绳索拉一鼎，鼎内有龙头伸出。上空四只鸟飞翔。 

  复杂型的组合有《嘉祥汉画像石》图 91(图 95)，原石纵 125 厘米，横 78 厘米，画面分四格。上格的

桥下四条鱼，桥上左边四人，右边三人拉绳起鼎，起鼎的绳子被龙咬断，一人伸手托举。左边有砖砌的岸

壁，右边有二人观望。上边有秦始皇坐在几后等待，其身后坐四人;前面三人弯腰施礼。图 85 原石纵 93 厘

米，横 83 厘米，画面分三格。下格的桥下有七条鱼游动和二人撑船划桨、持叉打鱼。桥上两边各四人用绳

索在辘轳上捞鼎，鼎内有龙头，岸边秦始皇在几后等候，身后坐三人;面前一人跪，三人恭立。 

  从上面列出原石的石面尺寸能够发现，石面空间狭窄的画像，无法过多的罗列物象，因此画面相对减

少;反之，空间大的画像，可以刻画较多的内容，画面相对丰富。 

 9、故事画像主次的布局 

  有的画像中根据人物的身份、地位作安排，以主要人物居中，为众人面向的焦点的布局;有的不显示尊

卑，而是需要强调主要的人物而忽略次要的人物;有的故事重在描绘场景的主次。在画像中通过人物的位置、

形体的大小和身姿的动作等，表现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主与次。 

  《嘉祥汉画像石》图 44，在“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中，成王虽然年幼但他是帝王，所以被刻画在画面

中间的榻上，两边的周公和召公虽然年纪大，却是臣子，所以要恭敬地在两边侍奉。《武氏祠汉画像石》



图 48，画面分三格。上格的“管仲射齐桓公”的故事，管仲虽然身份不如齐桓公尊贵，但他是引发此故事

中的主要人物，所以要突出他，将其安排在画面的中间。同书图 47 中的“泗水捞鼎”图，画面里的秦始皇

没有因为为他是帝王而被突出，却把捞鼎的场面加大，这里要突出的是打捞出来的鼎，被伸出的龙咬断绳

子坠落了。咬断起鼎之绳的龙才是故事的关键。 

  10、人物的中心所向布局 

  以上面提到的“周公辅成王”和“泗水捞鼎”为例，无论是耄耋之年的大臣周公、召公，还是其他的

臣子，都是站在画面的两边，而画面的中心是榻上的年幼的成王。是因为画像中的人物按照了尊卑的观念

构图，成王虽然幼小，但他是天子;周公、召公虽然年长，然而他们是臣子。泗水捞鼎图中，并没有有秦王

的出现而把他刻画在主要的位置，因为故事描绘的是捞鼎时鼎内出现了龙，主要表现的是龙咬断了系鼎之

绳。桥上的众人，包括秦王都把身体与目光朝向了龙;龙才是焦点。二则故事中两侧的人物都面向中心，此

种构图的法则，一直被后世的绘画所遵循。 

  11、地区或年代的差异的不同构图 

  有的同一故事画像，因为地区或不同年代的原因，它的组合与布局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别。以下通过所

谓的“孔子见老子”图，作一介绍。《微山汉画像石选集》[17]图 108 是西汉晚期的画像，画面分三格。

左格画像的上面有五人佩剑站立，下边是“孔子见老子”，中间有老子手拄弯杖，对面站立项橐，项橐身

后为孔子。山东邹城卧虎山西汉晚期的石椁墓，[18]墓的西档板内侧左边，刻画持鸠杖的老子弓身注视面

前回首望着自己的项橐。右边手持帛带的孔子，弓身注视面前下跪、抬起双手的项橐。《嘉祥汉画像石》

图 83，为东汉中晚期的画像，画面分二格。上格左边，拄杖者上有榜题“老子”，中间是推独轮车的项橐，

右边站立的人旁榜题“孔子”，手拿二只雉。老子和孔子均弓身面向项橐，二人身后跟随着众弟子。 

  12、主要元件的构图方法 

  组成故事的元件，包括其中的人物、器物或植物或动物等，而任何一个元件不是任意添加的，是有选

择的取舍，旨在表达故事的主要情节。例如《嘉祥汉画像石》图 44，画面的第二格“周公辅成王”的故事

中，画面由成王、周公、召公和两侧的四位大臣组成;大臣是配角;同书的图 127 图分三格，中间一格为“周

公辅成王”的故事。此画面就只有故事的关键人物，即成王、周公和召公。此种构图的方法，是汉代美术

中常用的手法之一。 

  三、结语 

  历史故事的构图与布局和一般墓主的生活画不同，它是以精练的绘画语言，高度概括生活;或舍头去尾，

或根据故事的情节，提取主要元素去表达故事发生的整个过程。故事的组合、布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艺匠会根据个人的理解、故事的需要、事件的发展等作出适当的调整。每一则故事的刻画都那么传神，寥

寥数笔，勾勒出一个浓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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